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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貞女瑪利亞入華歷程
及其中國形象探析

戴國慶*

* 戴國慶 (1981-)，2010年於華南師範大學獲歷史學博士學位，現於福建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後流動站做研究。

1556年冬，多明我會士加斯帕．達．克路士

隨葡萄牙商人造訪廣州。這也許是文獻上有據可查

的天主教傳教士首次踏足中國大陸。在廣州城內，

克路士驚奇地發現了基督教的一些蛛絲馬跡：

    

在廣州城，有一條很寬的清水河，河中有

個小島。上面有一座他們教士的寺院，我在這

座寺院內看見一個修得漂亮的高大禮拜堂，前

有幾級塗金階級，木雕而成，堂內是一尊精美

的女人像，一個小孩抱着她的脖子，前面點着

一盞燈。我懷疑那是基督教的一些形跡，就向

在那裡遇到的俗人及幾個偶像教士打聽那女人

像是誰，但沒有人能告訴我，也說不清楚。它

可能是聖母像，由聖．托馬斯留在那裡的古基

督徒所製，或者為他們製作的，而結果都通通

給忘記了。
(1)
 

    

克路士懷疑這尊女像就是瑪利亞，並與聖多

默 (即引文中的聖托馬斯) 來華傳教相聯繫。雖然

當時教會內部盛傳聖多默曾來中國傳播福音，但

瑪利亞是聖經中的重要神學人物。隨着基督教的東傳，瑪利亞也由之被引介入華。在歷史

上，瑪利亞的神學形象曾分別由唐時的景教徒、蒙元時期的方濟各會士輸入中國，但出於各種

歷史機緣，瑪利亞神學形象並未在中國獲得充分地宣揚。明清之際，天主教傳教士借助海途來

華傳播天主福音，瑪利亞再次被輸入中國。此次入華宣教的耶穌會士、方濟各會士、多明我會

士等均推崇瑪利亞，正是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瑪利亞的神學形象終立足於中國大地。

是直至今日仍無可靠的證據予以證實，故方豪神

父不得不承認這僅是“離史實太遠”的“傳說”

而已。
(2)

克路士所言的“女人像”大概是中國民間社

會中所崇奉的女神或菩薩。屈大均曾總結過明清

之際廣東地區的女神，羅列有禾穀夫人、天妃、

龍母、斗姥、西王母、金華夫人等。這些女神大

多具有賜子、護產、佑嬰的職責，如“廣州多有

祠祀西王母，左右有夫人，兩送子者，兩催生

者，兩治痘疹者。凡六位，蓋西王母弟子 (⋯⋯) 

壁上多繪保嬰之事，名子孫堂，人民生子女者，

多契神以為父母。西王母與六夫人像，悉以紅紙

書契名帖其下，其神某，則取其上一字以為契

名，婚嫁日乃遣巫以酒食除之”
(3)
。但克路士的

臆測並非毫無意義，它反而提醒我們關注中國歷

史上瑪利亞入華及其形象問題，因為早在唐、蒙

元時期瑪利亞便尾隨基督教傳教士而踏足中國。

一、唐代景教：瑪利亞的首次入華

唐代入華之基督教以“景教”而聞名於世。

從明天啟年間至今，陸續有漢文景教文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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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文獻資料中，有關瑪利亞的記載僅一鱗半

爪，通過對史料的爬梳，我們或許可以勾勒出瑪

利亞在華最初的形象，〈序聽迷詩所經〉中載：

    

天尊當使涼風，向一童女，名為末艶，涼

風即入末艶腹內，依天尊教，當即末艶懷身，

為以天尊使涼風，伺童女邊，無男夫懷任。令

一切眾生，見無男夫懷任，使世間人等見即

道：天尊有威力。即遣眾生，信心清淨，迴向

善緣。末艶懷，後產一男，名為移鼠。父是向

涼風，有無知眾生，即道若向風懷任生產。
(4)

    

上引文中的“天尊”即為明末耶穌會士所使

用的“天主”；“涼風”便是聖靈，明末耶穌會

士翻譯為“聖神”；“移鼠”在明末被稱為“耶

穌”，“童女”“末艶”便是童貞女瑪利亞。上引

文講述的是瑪利亞無夫受孕、童貞生子的故事。

〈序聽迷詩所經〉即〈耶穌彌賽亞經〉，據佐

伯好朗考證，此經作於貞觀九年至十二年間 (635-

838年)。此說若成立，〈序聽迷詩所經〉便是現存

最早的漢文景教文獻 
(5)
，“末艶”也就是瑪利亞最

早的漢譯名。此經突出了末艶的“童女”身份，但

強調的重點並不在童貞本身而是天尊的“威力”。

天尊藉由童女懷孕生子，使人們“信心清淨，迴向

善緣”，即讓信眾認識到天尊的全能而產生虔信之

感，心無旁騖地崇奉它，以遷善改惡，回歸正道。

顯然，童女末艶並未取得獨立的尊崇地位。

後世學者雖多批評景教文獻中的漢譯名有所

不敬，如 Jesus 漢譯為“移鼠”、“翳數”，但 

Mary (Maryam) 的漢譯名“末艶”似乎聲義兼備。

《說文解字》解“豔”(艶為豔的異體字) 字本意

為“好而長也”、“美色曰豔”，在此用“豔”

來形容一位“童女”恰如其分；“末”是“Mo”

的對音漢字，此種音譯不止一例，如《通典》載

唐開元年間查禁摩尼教曰：“末摩尼本是邪見，

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加禁斷。”
(6)
歷來對摩

尼教持貶斥態度的〈佛祖統紀〉也多採用“末摩

尼”、“末尼”的稱呼。
(7)
可見，在唐代“Mo”

音譯為“末”似乎也是通例。但上引兩例均貶斥

摩尼教，“末”字便是此種負面情緒之表達，因

為“末”字本意趨貶。《說文解字》云：“木上

曰末”，表示“木之窮也”，末與蔑、莫、無，

聲義皆通。把這個具有否定含義的“末”字放

在“艶”字之前，景教徒恐怕不會不知道這將有

損瑪利亞的“美色”，但他們卻樂於接受，可見

瑪利亞在景教徒心目中的地位並不崇高。

〈景教碑〉中甚至沒有提及“末艶”之名，

僅是說：“神天宣慶，室女誕聖於大秦。”在

此，“室女”指的便是瑪利亞，“聖”指代的是

耶穌。現存漢文景教文獻，沒有發現用“聖”來

尊稱瑪利亞，也沒有推崇瑪利亞“神之母”的身

份。〈序聽迷詩所經〉和〈景教碑〉因為要叙述

耶穌降誕，故不得不提及瑪利亞。“童女”、“室

女”僅是對瑪利亞身份的限制性表述，其中並沒

有推崇瑪利亞童貞的味道。由此可見，在唐代瑪

利亞雖以“末艶”之名傳入中國，但景教徒對瑪

利亞的描述嚴格限制在福音書的範圍內，並沒有

提及尊崇瑪利亞的神學教義，這與景教的聶思脫

里屬性是一致的。

公元4世紀末，基督教獲得合法地位並被推

崇為羅馬帝國國教之後，整個帝國掀起了皈信的

浪潮。羅馬帝國境內原有的多神信仰遭到滅頂之

災，皇帝狄奧多西下令禁止異教崇拜，“帝國法

令頒佈以後成長的一代，被吸引到正統基督教會

的範圍之內，異教的瓦解是如此的快速而平靜，

在狄奧多西逝世不過二十八年以後，立法者再也

看不到異教有甚麼蛛絲馬跡遺留下來”
(8) 
。民眾

雖然摧毀了異教廟宇和神像，但他們的宗教感情

並沒有隨之泯滅，而是轉移到基督教中。因此聖

徒崇拜由此興起，瑪利亞也承接了民眾對異教女

神崇拜的熱情。當時的人們認為瑪利亞既然是耶

穌的母親——神人 (God-man) 的母親，那麼她

也就是神之母 (Theotokos, mother of God)。
(9)
但

安提阿學派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聶思脫里從基督

論的角度反對稱瑪利亞為“神之母”。他認為，

耶穌的肉身雖由瑪利亞所生，但其神性卻來自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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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聶思脫里從理性的角度告訴人們，基督的神

人二性不能混為一談，但這一觀點受到亞歷山大

學派神學家奚利耳的反對。神學爭論夾雜上宗派

鬥爭，並在民眾對瑪利亞虔心崇敬的強大壓力

下，聶思脫里的主張在431年的以弗所會議上受

到譴責，其追隨者被逐出教會。正因這一變故，

聶思脫里派信徒流亡到波斯，其中的一支輾轉來

到唐朝長安。

清末北京主教樊國樑神父否認景教乃是聶思

脫里異端，其依據之一便是景教碑中所言的“大

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
(10) 
。雖

然學術界對景教之聶思脫里屬性早有定論，但景

教入華後沾染上了濃重的佛道色彩並與皇室有密

切的聯繫也是不爭的事實，想必華化的景教在一

定程度上改變了聶思脫里的本色，在這個意義上

樊國樑的疑慮並非全無價值。

首先需澄清的是阿羅本有無如同明季的利瑪

竇那樣進貢經像。《唐會要》載：“貞觀十二年

七月 (⋯⋯) 波斯僧阿羅本，遠將經教，來獻上京 

(⋯⋯) 天寶四載九月詔曰：‘波斯經教，出自大

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
(11)　
官方文獻所載

為“經教”，並未提及“經像”。阿羅本入京時

應有經無像，景教碑言“經像”顯然是後來之附

會。此種變故或許也是事出有因，林悟殊先生撰

文指出：“可以推測，至遲到了景淨時代，中國

景教已有聖像崇拜，否則景淨不會把‘經教’改

為‘經像’。這一改動，實際暗示吾人，就中國

景教徒的聖像崇拜的行為，即便叙利亞總會鞭長

莫及，未加責難。”
(12) 
問題是，在華的景教徒於

聖像崇拜華化到何種程度，有無進一步突破，發

展出對瑪利亞的尊崇。通過對唐時政教關係的分

析或許可以得出些微答案。

據景教碑記載，景教依仗皇室支持而得以立

足中國，景教徒也對唐太宗、高宗、玄宗、肅

宗、代宗、德宗極盡奉承之能事，即便是曾被武

則天廢黜過的中宗、睿宗的畫像也被景教徒鄭重

其事地掛在寺內。在景教寺供奉諸像中，唐女皇

武則天的缺席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這當然不是疏

忽所致，而是勢之所然。景教碑載“聖曆年釋子用

壯騰口於東周”，即在武則天聖曆年間 (698、699

年) 發生了佛教徒壓迫景教的事件。在當時諸多

宗教共存的環境下，各宗教之間相互傾軋實屬常

態，景教碑中也披露了玄宗先天年間發生的另一

場針對景教的糾紛，但這並沒有妨礙景教徒對玄

宗歌功頌德。因為在玄宗朝，景教徒通過努力平

息了風波，這當中必定也得到皇室的支持。可以

推測，聖曆年間發生佛景糾紛後，武則天並沒有

及時出面調解。景教碑所列諸像中，武則天的缺

位恰恰表明她對景教一貫的冷落。佛教徒或許正

是利用了此種政治態勢發起對景教的攻擊。

武則天崇佛固然可以解釋佛景之爭中偏袒佛

教的立場，但這並不全面。因為同樣與佛教關係

緊張的摩尼教卻得到武則天的青睞。對此，林悟

殊先生認為武則天在反叛“正統”上與摩尼教心

有靈犀一點通
(13)
，也就是說武則天對待各宗教的

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宗教本身的教義。摩尼

教中有一位“智慧善母佛”，集智慧、善良於一

身，她的兒子光明之子被賦予戰勝黑暗的使命。

摩尼教宣揚“智慧善母佛”正合武則天神化自己

的本意。武則天崇佛，原因之一乃是，她可據此

宣稱自己為彌勒佛轉世。朝廷官僚正是看準了武

則天此種心態才敢大膽偽造，以投其所好。垂拱

四年(688年)“夏四月，魏王武承嗣偽造瑞石，

文云：‘聖母臨人，永昌帝業。’令雍州人唐同泰

表稱獲之洛水。皇太后大悅，號其為‘寶圖’，擢

授同泰遊擊將軍。五月，皇太后加尊號曰聖母神

皇。”
(14)
可見，武則天不會放過任何神化自己、

鞏固統治的機會。正是統治者有此種需要，歷史

上才會有如此之多的祥瑞之物出現。

武則天以務實的態度對待各宗教，凡有利於

其統治的宗教均以寬容之心待之。現成的佛教、

摩尼教教義中正好包含了武則天所需要的內容，

故均受到禮遇。反觀景教，其教義中也有一位女

性角色“末艶”，其作用在某種程度上與摩尼教

中的“智慧善母佛”類似，景教徒祇要高揚“末

艶”與“移鼠”的母子關係，或者尊“末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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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聖母”，如此一來，贏得武則天的好感想必

並不困難。此種變通雖可舒緩景教所處之困境，

但也使他們背離其基本神學立場。武則天與景教

關係冷漠的史實表明，景教徒並沒有迎合武則天

的喜好，放棄自己的宗教原則，改變對瑪利亞的

傳統態度。景教徒對瑪利亞崇拜消極、抵制的態

度甚至會引發武則天的反感，這或許便是兩者關

係冷落的癥結所在。當武則天去世後，景教徒外

在的政治壓力大為緩解，他們更沒有必要去推崇

瑪利亞了。因此，在景教碑中甚至沒有提及“末

艶”之名，僅以“室女”代替。

由此可見，唐代景教徒並非一味地迎合中國

社會而改變自己。雖然漢文景教文獻中充斥着佛

道術語，但其核心教義並未發生根本變化。因

此，對於景教碑中所言的“經像”，並不能誇大

為景教徒普遍的聖像崇拜。瑪利亞雖以“末艶”

之名出現，但在景教教義中並不彰顯，也沒有引

起中國民眾的興趣。正因景教華化有限，沒有如

同摩尼教那樣發展出民間形態，故當其遭受更大

的災難——會昌滅佛後，便銷聲匿跡，不知所

終。瑪利亞在華的首次之旅也隨之宣告結束。

二、蒙元也里可溫：瑪利亞第二次入華

蒙元帝國時期的基督教在漢文文獻中稱之

為“也里可溫”。實際上，蒙元帝國境內基督徒

的構成非常複雜，主要的派別為聶思脫里派和羅

馬天主教會以及其它一些東方教派。

聶思脫里派並不崇拜聖像，出使蒙廷的方濟

各會修士魯布魯克就曾證實說：“那些聶思脫里

教徒和亞美尼亞人從不把基督像附在十字架上，

給人的印象是他們對基督受難抱有疑惑，或者感

到恥辱。”
(15)
後來魯布魯克曾就此事當面詢問一

個聶思脫里派教徒，得到的答案是“那不是我們

的習慣”，魯布魯克認為他們因教義的錯誤而去

掉基督像。
(16)
聶思脫里派對耶穌像持有如此態

度，更遑論瑪利亞像了，何況聶思脫里派本來就

抵制瑪利亞崇拜。因此，蒙元帝國境內的聶思脫

里派教徒不可能把瑪利亞聖像和崇拜儀式帶入中

國。

隨着蒙古西征，一些歐洲人如匈牙利人、波

蘭人、羅斯人、格魯吉亞人、亞美尼亞人等來到

蒙廷。魯布魯克在蒙哥的都城遇到了一位亞美尼

亞僧侶。他原是耶路撒冷地方的隱修士，後來“受

神召”來到蒙廷，試圖皈化蒙哥汗。魯布魯克在

他的住所發現了金鏤刺繡而成的救世主像、聖母

像、施洗者約翰像。
(17)
這不大可能是三幅獨立的

畫像，而更有可能是一幅圖像，內容是瑪利亞懷

抱聖嬰，接受聖約翰的朝拜。另外，魯布魯克還

結識了一位來自巴黎的金匠威廉。威廉按照法蘭

西樣式製作了一尊聖母像，四周的窗格上刻有美

麗的福音故事。
(18)
這些歐洲人大多是作為戰俘來

到蒙廷，他們數量少，分佈零散，身份低下，維

持自己原有的信仰尚有困難，更遑論宣教了。

1294年方濟各會僧侶蒙高維諾抵達元大都並

建堂開教。在北京傳教的三十五年間，蒙高維諾

把《新約》、《聖詠》等經文翻譯成蒙古文，並

向所收養的兒童教授拉丁文和聖教禮儀
(19)
，其

中很有可能包含瑪利亞崇拜的經文和儀式。因為

同一時期的西歐正興起瑪利亞崇拜，12世紀被

稱為“瑪利亞神學的黃金時代”。蒙高維諾所

在的方濟各會以及多明我會在13世紀成為瑪利

亞神學與崇拜的主要倡導者。
(20)
在蒙高維諾之

前，作為使節出使蒙廷的柏朗嘉賓和魯布魯克

也時常向瑪利亞祈禱。如柏朗嘉賓提及聖母昇

天節那天本應舉行貴由汗的登基儀式，但因當

天下冰雹而推遲
(21)
，這表明即使遠離歐洲，身

在漠北的柏朗嘉賓仍遵守着教會日曆，過着教會

所規定之瞻禮日。魯布魯克也提到了聖母昇天節

並多次吟唱“聖母萬歲”、“福哉聖母”。
(22)

在元大都定居傳教的蒙高維諾想必也會積極踐行

對瑪利亞的崇拜，同一時期蒙高維諾同會教友司

各脫的“瑪利亞無染原罪說”或許也被他傳入中

國。魯布魯克曾在一座聶思脫里派教堂內“愉快

地高聲吟唱聖母萬歲”
(23)
，這表明使華方濟各會

僧侶或許會刻意突出對瑪利亞的崇拜，以區別於

蒙元帝國境內人多勢眾而又“遠離聖道”的聶思

脫里派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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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時期中國境內基督徒對瑪利亞的崇拜

雖缺乏直接的漢文文獻支持，但卻有文物佐

證。1951年在揚州出土了一塊墓碑，從拉丁文

墓志銘可知，此墓的主人是一位名叫加大利納的

女性，死於公元1342年6月。墓志銘上面刻有圖

案，其中三幅再現了聖女加大利納殉道的場景。

墓碑的頂端刻劃有瑪利亞抱耶穌像，學術界稱之

為“揚州聖母”。
(24)
這是目前在中國境內發現的

最早的瑪利亞藝術形象。幾天之後在同一地點又

發現了另一塊墓碑，墓碑的主人安多尼死於公元

1344年11月。墓碑上刻劃的圖像是末日審判，耶

穌端坐在墓碑的頂端。而前一塊墓碑這個位置上

刻劃的是瑪利亞，也就是說瑪利亞獲得了堪比耶

穌的高位。據後世學者考證，揚州墓碑的主人乃

是來華經商的意大利商人，兩塊墓碑的主人是兄

妹關係，墓碑以及上面的圖案出自同一人或同一

作坊。

墓葬是死亡的標誌，但兩塊墓碑圖案反映的

主題卻是拯救與永生。如果把兩塊墓碑上的圖案

作為整體來考察，羅馬教會所宣揚之獲得永生的

完整過程便得以呈現：在第一塊墓碑圖案中，兩

位天使把聖女加大利納的屍體放入墳墓中，這象

徵着靈魂昇天堂，表明墓碑的主人加大利納渴望

如同她的主保聖人一樣靈魂昇天，而這需要向瑪

利亞祈禱。墓碑中出現瑪利亞抱耶穌像顯然與肉

體的新生 (生育) 無涉，而與靈魂的得救有關。瑪

利亞懷抱耶穌象徵了她參與了天主的救贖，因為

耶穌由她而生，這是從消極意義上而言的；瑪利

亞還參與了罪的赦免，因為通過瑪利亞的轉求，

人的靈魂更易於上昇天堂，這便賦予了瑪利亞在

救世工程中積極的角色，這個教義便是“女中

保”。我們在此看到的是一位慈悲聖母的形象。

第二塊墓碑圖像刻劃的是死人從墳墓中復活，接

受端坐在正中央的耶穌的審判。這表明耶穌掌握

着人永生與否的最終權柄。兩塊墓碑的圖像其實

反映了人獲得永生的兩個階段：初次審判和末日

審判，瑪利亞和耶穌便有了某種程度的分工。初

次審判中瑪利亞的憐憫慈悲形象與末日審判中耶

穌威嚴公正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是安

瑟倫所言的耶穌是“世界的審判者”，瑪利亞

是“世界調解者”的藝術呈現。
(25)
可見，同一時

揚州出土的元代基督徒墓碑，墓碑上所刻劃的瑪利亞懷

抱聖嬰像被稱之為“揚州聖母”。圖片來源：顧衛民：

《基督宗教藝術在華發展史》，頁95。

揚州出土的元代另一基督徒墓碑，圖像所示乃是末日審

判之時的場景。圖片來源：顧衛民：《基督宗教藝術在

華發展史》，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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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西歐方興未艾的瑪利亞女中保神學思想在14世

紀的中國獲得一定的展現。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蒙元時期來華傳教的方

濟各會僧侶已把當時歐洲如火如荼的瑪利亞崇拜

神學和儀式帶入中國，蒙高維諾雖翻譯了基督教

經文，但其宣教活動局限於蒙古人、色目人以及

在華的歐洲人，瑪利亞神學失去了與中國漢文化

深入接觸和對話的機會。當朱元璋以“驅除韃

虜”的口號推翻蒙元帝國之際，未華化的基督徒

也隨遭驅逐和打擊，獨留一尊“揚州聖母”讓後

人去遐想。

總之，瑪利亞的神學形象曾分別由唐時的景

教徒、蒙元時期的方濟各會士輸入中國，但出於

各種歷史機緣，瑪利亞神學形象並未在中國獲得

充分地宣揚。隨着景教徒、也里可溫的消逝，瑪

利亞也隱退出中國歷史舞臺。明清之際，天主教

傳教士借助海途來華傳播天主福音，瑪利亞再次

被輸入中國。此次入華宣教的耶穌會士、方濟各

會士、多明我會士等均推崇瑪利亞，尤其是耶穌

會士，他們深入中國各地，交接士人，用中文宣

揚天主教義，正是在他們的不懈努力下，瑪利亞

的神學形象終立足於中國大地。

三、 明清之際天主教：瑪利亞第三次入華

16世紀以來，西歐人開闢了通往東方的新航

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得地利之便首先出沒於

中國東南沿海一帶，並分別在澳門、呂宋獲得立

足之地。以傳播天主福音為己任的天主教傳教士也

隨之把瑪利亞的神學形象帶入中國。西班牙聖奧古

斯丁會修士馬丁．德．拉達曾於1576年6月至10月

間出使福建，在其《出使福建記》中記載道：

    

(總督驚訝於我們也有印刷術，並向我們

要一本印刷的書，我們就送他一本禱告書) 

但是，最引起他注意的是十字架和柱頭上

的耶穌基督像，還有聖母和各使徒的其他圖

像，那是當書簽用的，所以他留下這些，告

訴我們說他對它們十分珍視。總督還問到我

們最虔誠和最熟悉的禱告是甚麼。我們告訴他

說：“聖父”、“聖母”和“聖經”。他要求

解釋，顯得很有興趣地聆聽，表示要記住，

他還用了相當時間打聽這樣那樣的事。
(26)

    

顯然，總督雖對天主教義不甚了解，但卻對

聖像、聖物表現出十足的情趣。拉達雖向他作了

解釋，總督也一本正經地作出聆聽的姿態，但由

於缺乏相應中文文獻的佐證，我們無法確切得知

總督對天主教及瑪利亞了解的程度。不過在此之

前，另一位中國士人對天主教聖像的描述以及表

現出來的不解或許是中國士人初遇天主教之時的

普遍感觀。葉權 (1522-1578) 於嘉靖乙丑年，即

嘉靖四十四年 (1565) 遊歷嶺南地區，對澳門中

的“夷人之教”作了近距離的觀察，他在《遊嶺

南記》中記述道：   

    

⋯⋯事佛尤謹，番書旁行，捲舌鳥語，三

五日一至禮拜寺，番僧為說因果，或坐或起，

或立或倚，移時，有垂涕歎息者。其所事神

像，中懸一檀香雕赤身男子，長六七寸，撐掛

四肢，釘着手足，云是其先祖為惡而遭此苦，

此必其上世假是以化愚俗而遏其凶暴之氣者

也。下設木屏，九格，上三格有如老子像者，

中三格是其先祖初生其母撫育之狀。下三格乃

其夫婦室家之態，一美婦人俯抱裸男子不知何

謂。通事為余言不了了。其畫似隔玻璃，高下

凹凸，面目眉宇如生人，島中人咸言是畫。余

細觀類刻塑者，以玻璃障之，故似畫而作濛濛

色，若畫安能有此混成哉！
(27)

    

這是筆者目前所能檢索到的明季中國士人對

天主教以及瑪利亞形象最早的文字記錄。葉權所

言的“檀香雕赤身男子”、“撐掛四肢，釘着手

足”顯然描述的是耶穌苦像；木屏中九格圖像的

主題或許就是福音書所載之耶穌降誕、講道、受

難等故事；“一美婦人俯抱裸男子”即為聖母子

像。在當時的歐洲，就聖母子像所表達的內容而

言，可分為兩類：一是，瑪利亞懷抱聖嬰，此類



156文 化 雜 誌 2011

歷

史

童
貞
女
瑪
利
亞
入
華
歷
程
及
其
中
國
形
象
探
析

聖母子像在明清之際的中國也廣為流傳
(28)
；一

是，瑪利亞懷抱在十字架上受刑而死的聖屍，類

似的聖母子像在明清之際的中國內陸鮮有發現。

如果我們把葉權所言的“裸男子”等同於他在上

文中所言的“赤身男子”，那麼此一聖母像便屬

第二類。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葉權出於直觀感

覺而稱瑪利亞為“美婦”，這顯然得益於西洋獨

特的立體畫風，即他所言之“高下凹凸，面目眉

宇如生人”。葉權對瑪利亞的了解和評判僅限於

其外在的儀貌，對瑪利亞的神學身份並不知曉，

故他才向通事問詢，但通事也未能解其疑惑，最

終“不了了”。直接的原因乃是當時傳教士尚未

在中國用漢文傳教，以致中國人對其所奉之宗教

甚為隔膜不解。此種情況下，中國士人的個人揣

測便不可避免，其實在字裡行間，葉權已對“島

夷”所奉之教作了定性，“事佛”、“番僧”等

字眼表明葉權已把天主教視為佛教一種，或至少

是把它與佛教等量齊觀。此乃明季中國士人初遇

天主教時的普遍研判。或許正是在此種言論氛圍

下，羅明堅、利瑪竇在肇慶定居時自覺地“剃髮

衣僧”，以“天竺僧”自居。羅明堅、利瑪竇此

種“佛化”天主教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舒緩了中國

官員對其來歷的疑慮，但與此同時，卻也加深了

中國民眾對天主教及瑪利亞的誤解。

在成書於萬曆丙戌，即萬曆十四年 (1586) 的

《東夷圖說》中，廣東左布政司使蔡汝賢言“佛

郎機”人“其俗不尚鬼，信佛，喜誦經，每六日一

禮拜佛。先三日食魚為齋，至禮拜日則雞豬牛羊不

忌”
(29)
。顯然此種宗教習俗與佛教大相徑庭，實際

上，蔡汝賢在此所言乃是澳門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信

仰。蔡汝賢錯誤地認為佛郎機人此種宗教信仰乃是

得自於“天竺”僧人：

    

先是嶺南香山有 曰濠鏡，為諸番互市之

地，夷商雜處，財貨充溢，其勢必至干爭，

矧夷性嗜利尤易狺也。天竺僧自彼國渡海遠

來，歷三年始達濠鏡，諸夷信其法，遂奉之

以要束諸夷。諸夷事之惟謹，不敢或違，固

怵於輪回、果報之說，乃僧之戒行，亦足動

人哉！
(30)

《東夷圖像》中所描繪的“天竺僧”拜“佛”圖畫。

圖中的女人抱嬰像實乃明季中國士人所繪製的

第一幅聖母子像，圖片來源：《東夷圖像》。

蔡汝賢在《東夷圖像》中所描繪的“佛郎機”人

圖片來源：《東夷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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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汝賢還進一步追溯了“天竺”國的宗教信

仰情況：“天竺即古身 ，有五天竺，在海之西

南，距中國遠甚。人多奉佛為僧，不如葷，不殺

生。每七日一禮拜天， 食輒誦經， 食已復誦，

謂謝天也 (⋯⋯) 左右前後， 坐臥器皿， 各置

天主。”
(31)
蔡汝賢在此既言“天竺僧”信奉佛

教，又言其所崇奉的神明為“天主”，此種混亂

的印象當源自羅明堅宣揚的“佛化天主教”。羅

明堅和利瑪竇在廣東傳教期間以佛教僧侶的面貌

示人，羅明堅在編撰刊刻於1584年的《新編西竺

國天主實錄》中署名即為“天竺國僧”。
(32)
蔡汝

賢當時位居廣東左布政司使一職，專司“外夷”

事務，想必他與羅明堅、利瑪竇也有所交往。值

得注意的是，蔡汝賢把“天竺僧”與聲名狼藉

的“佛郎機”區別對待，甚至認為“天竺佛法”

可以“要束諸夷”、“亦足動人”。可見，蔡汝

賢對傳教士及其所宣揚之宗教的看法較為積極，

這不得不歸功於羅明堅、利瑪竇所採用的“附

佛”傳教策略。
(33)

難能可貴的是，蔡汝賢在《東夷圖像》“天

竺”名目下，收錄了一幅“天竺僧”敬拜“佛”

的圖畫。畫作的內容是一位“天竺僧”手拿一串念

珠，雙膝下跪，敬拜一懷抱嬰兒的女人。
(34)
“天竺

僧”的外貌合於蔡汝賢在《東夷圖說．天竺》中

所言之“男子髡首穿耳、懸鐺趺足，服色尚白，

制如袈裟”
(35)
。湯開建先生考證說：“這裡拜的不

是觀音而是聖母瑪利亞。”
(36)
既然蔡汝賢在《東夷

圖說．天竺》中所描述之“天竺國人”的宗教敬拜

習俗乃典型的天主教禮拜儀式，那麼“天竺”圖像

中所畫的嬰兒女人像為聖母子像便確定無疑了。由

此看來，“天竺”圖中的母子像是目前所能查找到

的明季最早的中國教外士人所繪製的瑪利亞圖像。

僅就畫作圖像而言，蔡汝賢忠實地反映了當時傳教

士對聖母子像的頂禮膜拜之情；蔡汝賢對此畫的注

解雖是誤讀，但卻又是羅明堅、利瑪竇“佛化天主

教”的生動反映。隨着利瑪竇“易服改裝”，北上

傳教，更多的中國人獲知天主教，並有機會接觸到

瑪利亞聖像。他們雖不再視天主教為佛教，但也一

時未能徹知瑪利亞的神學形象及涵義，而這卻是利

瑪竇“合儒”傳教策略使然。

利瑪竇被公認為中國天主教事業的開創者，他

所實行的“適應”策略是天主教立足中國的關鍵所

在。此種“適應”策略的特色是天儒互援與自然理

性推論。在利瑪竇中文著作中基督奧義隱而不現，

瑪利亞也從未成為其著述的主題，但這僅是歷史的

一個方面。1599年利瑪竇在致高斯塔神父的信中提

及，他不祇一次向中國人述說瑪利亞與耶穌所住過

的房子被神奇地搬到他的家鄉一事。
(37)
在利瑪竇等

人從肇慶到北京步步為營的宣教事業中，幾乎每一

關鍵環節都顯露出瑪利亞的身影，現列表如下：    

地點 事         件

廣州

1581年羅明堅隨葡商暫住廣州期間，設立了一小聖堂，以獻給瑪利亞。

1585年麥安東神父認為他之所以能夠隨同羅明堅北上，是因為耶穌基督假借一張聖母的聖像而

伸出援手，並希望聖母作傳教區的主保。

肇慶

1585年羅明堅、利瑪竇建了一座西洋建築作為會院，並把它獻給瑪利亞，王泮命名為“僊花

寺”。

王泮想要得子，請求傳教士祈禱。利瑪竇送給他一幅聖母像，後果得一子。

王泮的父親頂禮膜拜兒子得自傳教士的聖像。

不育女子紛紛祈求聖母瑪利亞。

肇慶民眾認為天主教是一拜女神的宗教，利瑪竇不得不把聖母像換成救世主像

紹興
1585年，羅明堅送給鄭一麟聖母像，得以隨之北上，以教授如何侍奉聖母。

在紹興，羅明堅受到鄭一麟和王泮的父親的接待，並給王泮父親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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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州

瞿太素求子，請求利瑪竇給他祈禱。

龍華民報道說，最受歡迎的是救世主像和聖母像。

龍華民用聖母像取代送子娘娘像。

龍華民發現在周圍的村莊民眾臨摹了利瑪竇進貢的聖母像，並把它和其它神像並列膜拜。

南雄 1592年由佛教皈依天主教的富商葛若瑟在家中供奉聖母像。

南昌 送建安王聖母像，建安王命人摹描了兩份。

南京

1603年徐光啟瞻仰聖母像後決定受洗入教，徐光啟的兒子僅有一女，打算娶妾以生子，徐光啟

敬拜聖母像、一心祈求聖母賜子，並打消了給兒子娶妾的念頭。

曾德昭報道說，南京成立了一個聖母會，通常因聖母而取得成果。

濟寧 1600年，利瑪竇送給河漕總督劉心同夫婦一幅聖母像。劉心同修改潤色利瑪竇的土物奏疏。

臨清 1600年太監馬堂敬拜聖母像，並許諾將聖母像妥當安置在皇宮內。

北京

1601年利瑪竇向萬曆帝進貢兩幅聖母像，萬曆帝轉送給崇佛的母后。

1604年聖誕節，在教堂懸掛聖母像。

1605年在北京購置了房舍，在祭臺上安放聖母子像。

1605年艾田造訪利瑪竇，因聖母子像而誤認同屬一宗。

1605年一位教友生病，聖母顯靈而病愈。

1606年送給程大約一幅聖母子像，程氏刊印在其著作《程氏墨苑》中，此書傳佈甚廣。

1606年北京近郊有一“聖母昇天”村，並修了小聖堂獻給聖母。

1610年龐迪我送給司禮監秉筆太監聖母像，以尋求葬地。

資料來源：《利瑪竇全集》、《利瑪竇行實》、《利瑪竇評傳》、《大中國志》等。

可見，在利瑪竇時代，瑪利亞的神學形象便

廣被宣揚，謝和耐先生所言之“耶穌會士們試

圖傳入東亞的第一種信仰恰恰就是對聖母的信

仰”
(38)
並不為誣。尤為值得注意者，瑪利亞聖像

早早地便流入中國民間社會並被民眾自發崇拜。

這表明外來天主教之某些因素在不借助任何外力

的情況下仍可被中國社會所認可接受。其中不論

包含多少誤解，卻也表明異質的雙方在某一點上

取得了共識，具有了展開對話的可能。在此基礎

上發展出本土崇拜儀式和中國化藝術形象便指日

可待。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利瑪竇罕有言及瑪

利亞的生平事跡與神學教條，在《天主實義》中僅

言耶穌“擇貞女為母，無所交感”
(39)
；送給程大約

的四幅宗教畫作中，利瑪竇唯獨沒有對聖母子像

作出文字說明。程大約在《程氏墨苑》中把這四

幅畫列於“緇黃”類，並在目錄中標示這幅聖母

子像為“天主圖”。
(40)
《程氏墨苑》在明末流傳

頗廣，謝肇淛便在其筆記《五雜組》中屢屢提及

此書。當謝肇淛觀賞完這幅畫作後，自然會“望畫

生意”，認為“其天主像乃一女身，形狀甚異，

若古所稱人首龍身者”
(41)
。把瑪利亞誤視為利瑪

竇所崇奉之神明絕非獨有謝氏一人，明季士人姜

紹聞也模棱兩可地說道：“利瑪竇所攜西域天主

像，乃女人抱一嬰兒。”
(42)

利瑪竇去世後，耶穌会士公開宣揚基督論，

瑪利亞的生平事跡及神學涵義由此漸趨明朗，

這也就大大減少了中國民眾誤解瑪利亞的機

率。1619年，耶穌會士羅儒望的《誦念珠規程》

刊刻，柯毅林先生評價道：“這是第一部完全獻

給瑪利亞並詳述念頌玫瑰經方法的書。”
(43)
這部

書圖文並茂，講述了聖母瑪利亞歡喜事、痛苦

事、榮富事各五條，其主旨在於指導信徒誦唸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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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經、作默想神功，瑪利亞生

平和神學教義雖多有涉及，但

遠未完整呈現，基本上仍局限

於福音書所框定的範圍內。在

17世紀最初的三十年內，瑪利

亞並未成為耶穌會士的叙事中

心，其生平多附屬於耶穌的生

平事跡，這實是福音書中瑪利

亞形象之反映，艾儒略的《天

主降生言行紀略》是其典型代

表。福音書中瑪利亞的形象同

樣也為教外中國人所獲知，劉

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

便記載道：“漢哀帝二年庚

申，誕於如德亞國童女瑪利

亞身，而以耶穌稱，居世三

十三年。”
(44)
眾所周知，福

音書完全沒有提及瑪利亞領

報之前以及耶穌受死昇天之

後的事項，其完整生平實有賴

於諸多偽經的記載。高一志所

編譯的《聖母行實》一書便是

基於偽經、聖徒傳記以及教會

傳統而書寫的第一部漢文瑪利

亞傳記，1631年刊刻於山西絳    

州
(45)
，瑪利亞完整神學形象由

此才得以展現。明清之際的中

國奉教民眾或親耳聆聽傳教士

講道，或目覽口讀天主教宣教

書籍，由此，他們對瑪利亞神

學形象了然於胸。尤其著者，

徐光啟、張星曜、吳漁山等奉

教士人均有歌詠瑪利亞的詩作

留世；相比較而言，教外民眾

遲於教內人士而獲知瑪利亞的

完整事跡。就筆者所知，談遷

是較早一位記載瑪利亞完整生

平的教外之人，在《北遊錄》

已經完全中國化的聖母子

像，1911年發現於西安，

現存芝加哥博物館，被認

定為明末作品。圖像來

源：顧衛民：《基督宗教

藝術在華發展史》頁118。

《程氏墨苑》中收錄的〈天主圖〉

此畫為利瑪竇所贈。圖像來源：

程大約：《程氏墨苑》卷十二。

東閭聖母 (清末民初)，圖像來源：宋稚青：《中華聖母敬禮史話》。此像原供奉於

東閭大聖堂 (1905年興建)，1924年由中國全國主教會議宣佈為標準中華聖母像。



160文 化 雜 誌 2011

歷

史

童
貞
女
瑪
利
亞
入
華
歷
程
及
其
中
國
形
象
探
析

一書中他記載道：“聖母瑪利亞，本王族，童貞不

嫁，忽娠天主，六十三卒。後三日復甦，昇天。”
(46)

順治十一年正月 (1654)，談遷拜訪湯若望，此一信

息便是此次參訪所得，雖僅二十七字，但涵蓋了瑪

利亞的王族身份、童貞產子、壽終昇天等事項，囊

括了瑪利亞的一生。可見瑪利亞的生平事跡給談遷

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也表明，至遲到17世紀中葉，

瑪利亞已在中國獲得相對廣泛的宣揚，教外中國人

同樣可以較易地獲知瑪利亞的生平事跡。

作為精英階層的士人官宦對瑪利亞聖像的興

趣與好感並不亞於下層民眾，用所謂的“大傳

統”與“小傳統”的理論框架或許並不能給出滿

意的解釋。當然他們的尊崇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

和思辨傾向。正是在士大夫與傳教士的辯難中，

隱藏在聖像背後的神學教條被重新檢視。傳教士

不得不向中國固有傳統讓步，賦予瑪利亞神學一

些新的詮釋，艾儒略在《天主降生言行紀略》中

對瑪利亞耶穌“母慈子孝”關係的塑造以及高一

志在《聖母行實》中對瑪利亞“淑女”形象的渲

染便是傳教士在中國文化背景下對瑪利亞所作的

自覺調適。除此之外，瑪利亞童貞引發了教內、

教外人士廣泛的關注。就此問題，雙方展開了頗

具深度的攻防、辯難。正是在此種互動態勢下，

頗具中國本土色彩的瑪利亞童貞神學理論初步形

成。由此，在明末清初相對和平的傳教環境下，

華化瑪利亞神學已初露端倪。                

禮儀之爭後，耶穌會所秉持的“適應”策略

難以為繼，瑪利亞本土神學建設也放慢了腳步。

儒學與天主教之間模糊的互補關係被彼此間的對

立所取代，這祇能導致禁教與教難頻繁而至。在

嚴酷的環境下，天主教卻屢禁不止，其中的原因

耐人尋味。雍正年間備受迫害的蘇努一家其信仰

反而愈加堅貞，蘇努十一子庫爾陳(聖名方濟各)

曾說，上帝的恩寵和聖母的保佑讓我們精神上保

持了我們從未亨受過的平靜和安寧。
(47)
他們不僅

從宗教中獲得慰籍，而且還因宗教信仰而產生新

的身份認同，維繫他們共渡時艱。

19世紀中葉清政府迫於西方的壓力而弛禁天

主教，但天主教與中國官民的衝突反而更趨激

烈。部分原因是傳教士放棄了“適應”策略而回

歸了“歐洲人主義”的高傲立場。但另一方面，

天主教在中國社會中的韌性和適應力也不應被忽

略。1870年天津教案和世紀之交反洋教的義和團

運動分別催生出本土聖母瑪利亞朝拜中心——上

海佘山和河北東閭
(48)
，這兩個朝拜中心都因聖母

瑪利亞“顯靈”而聞名。這如同佛教的四位菩

薩，瑪利亞在中國也擁有了自己的“道場”，其

意義自不待言。1924年第一屆全國主教會議在上

海舉行，會議期間全體人員至佘山敬拜聖母，通

過了奉獻中國於聖母的提議，並決定把東閭聖母

像作為標準中華聖母像。至此，由信教民眾發展

起來的本土聖母崇拜正式獲得教會當局的認可，

中國天主教會也給普世教會增添一位“中華聖

母”。聖母瑪利亞終究根植於中華大地，澳門大

三巴牌坊上的聖母遺像與內陸後起之佘山聖母、

東閭聖母南北相對，共同守望、護佑着這塊神州

熱土！

〈佘山聖母〉。圖像來源：佘山教堂聖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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